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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前期的词中城市

与朝野词风的离立

摘要：在北宋的经济文化面貌影响下，北宋前期词中产生了开封、两浙诸郡与

洛阳三大重要城市空间，各有相应的词情词风。京城开封荟萃四方财富，词体

写作以帝王与贵戚为中心，内容富侈靡艳，词风雅俗共存，主要遵循贵戚的审

美趣味。两浙诸郡以士大夫为写作中心，于江南山水间成清丽风格，展现着士

大夫的清雅意趣。二者成为词体文学发生朝野离立的文学内部因素。洛阳虽也

是以财富艳游闻名，但主导者是士大夫而非贵戚，故处于沟通朝野的地位，相

关词作体现着士大夫青睐的富贵表达。而且洛阳空间的特殊性允许以欧阳修为

代表的青年士大夫参与词体写作，为北宋中后期的词体革新奠定了作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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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词体文学的应歌时代，词作的主要创作场合是酒宴歌席，主要写作内容

是灯红酒绿间的脂粉莺燕与男女情事，一曲曲章台走马的背后依靠的是具备

雄厚财力的城市，而在唐宋时期，能够支撑起这种文学任务的城市其实也就

都城与益州、扬州等少数区域性中心城市，于是词中城市也就集中在这些地

方，久之便固定为词中重要的地理意象，与艳情豪宴主题发生双向互动。再

加之北宋建立之后，通过铺叙市井繁华以赋颂太平盛世的文学手段逐渐在词

中普及，于是奢华靡丽、轻薄风流的样态更加成为读者对词中城市的主要感

觉映象。

读者的感觉映象往往只择取文学的一面，富贵风流并不能统摄词中城市的

全部。词人在塑造城市意象的时候，除了需要适应艳情豪宴的写作场合，其

实也与时人对于相关地区的特定感觉文化认同密不可分。如是词中城市在共

性之外，亦有丰富的个性，有些城市甚至会出现与富贵迥异的萧疏样态。这

种现象在《花间集》中即已发生，花间词中的长安与成都非常典型地展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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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封：繁庶与豪艳

在北宋人的感觉文化认同中，京城依然保持着繁庶富贵与恣意艳游，而且

在北宋东京开封稠密的人口与高昂的地价面前，这种感觉较之前代更加浓郁。

北宋初年的科举士大夫就已经开始感叹开封过高的地价，王禹偁《李氏园亭

记》开篇便云：“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其来旧矣。”其后

他解释了地价之高的原因：“虽圣人示俭，宫室孔卑，而郊庙市朝不可阙已。有

百司之局署，六师之营壁，侯门主第，释宇玄宫，总而计之，盖其半矣。非勋

戚世家，居无隙地，设或有之，则又牵于邸店之利，其能舍锥刀之末，资耳目

之娱者亦鲜矣。”[1]原来除却中央政府机构占据了半数土地之外，大量的商业

土地需求是地价高昂的另一层重要原因，这是唐宋转型之后的新现象。在商业

城市的巷陌繁庶与贵族公子的风流浪荡，而金陵、姑苏等江南城市却是一副

水村山郭的萧疏与沧桑，词情也以斜阳草树间的闲愁为主。这种离立显然与

唐末五代时人对各地域不同的感觉文化认同以及地域文学传统密切相关。此

外，离立双方的城市身份更值得玩味，长安是唐朝故都，成都则是后蜀的都

城，二者与金陵、姑苏实际上构成了一组朝野关系，甚或是对敌国的想象，

因此它们在词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实际上是时人对于朝野不同的感觉文化认

同，也就构成了一种朝野文学的离立态势。

朝野离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分布格局，反映的是地方文化圈

对于京城文化圈的一种离心逆向趋势。在唐宋之际，随着具备高度文化素质

的作者群体不再是京城所独有，地方文学中心的数量迅速增加，身处地方的

作者往往会做出与京城不一样的文学表达，朝野离立也就进一步凸显。特别

是北宋中后期，政治上的党禁人为地造成了朝野作家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派

系，于是朝野文学在此时极度撕裂。词体文学也深受这种文学大环境的影

响，徽宗朝的朝野词风便因此呈现出各自独立的两副模样。不过文学现象的

发生除了与政治历史因素有关之外，也深受文学内部发展因素的影响，北宋

前期词承继了萌芽于花间时代的朝野城市差异，并结合相关城市在北宋时代

的经济状况、空间环境与文化感觉等形成了新的朝野城市意象，已然在政治

形势发生变化之前就初步形成了朝野不同的词情词貌，成为来自文学内部的

徽宗朝词坛朝野离立因素。本文即拟梳理北宋神宗朝之前重要词中城市的经

济与社会面貌，讨论各自空间下的核心作者群体的差异，以及迥然有别的感

觉文化认同，试图理解潜藏包孕着的朝野文学的离立趋势。



市场的作用下，开封私家园林经常被富室高价买下，之后就被分成若干商铺、

旅店再次租售。王禹偁所记之李氏园亭就遭致这样的命运，其在主人去世后以

四百万的价格被卖给了富室，好在太宗出面干预，保住了这片园林，但是太宗

竟然是用内府钱从富室那里同价赎回，虽然这个举动与太宗的个性密切相关，

然而这终究是帝王遵守土地市场规律的事件，开封土地商业化程度即可想见。

面对如此的土地市场，刚至京师的科举士大夫往往面临买房租房的困窘无

奈。欧阳修在《答梅圣俞大雨见寄》一诗中就说到：“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

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2]可见外籍官员在开封购置房产是相当艰难

的事情，而能在开封拥有一处规模较大的私家园林则显然需要巨量财富，这是

刚入仕途的科举士大夫无能为力的，只有世家贵戚方能为之。正如张咏所言：

“公之门勋耀于世，孝友光于家，得不崇轩馆，疏亭苑，以发其荣耶？……且大

梁天帝之都，亩地千镪，一庐十金，安然辟广庭，仵芳致，岂不尊性而贵奇

欤？”[3]既然财力雄厚的贵戚把置办开封私家园林作为自我富贵身份的标志，

那么开封大多数园林的主人也就是贵戚，他们承办了大量的开封私第宴饮，而

即席应歌的词体文学活动也就以他们为中心，相关词作需要符合他们的审美趣

味与心中所好，渲染与展示着贵戚的富贵豪奢，词情词貌也就愈发地纸醉金

迷。不过无论哪家贵戚，在开封紧俏的土地市场面前也只能保有围墙以内的空

间凿池植树，因此开封的园林绝大多数是封闭的内向的，围墙之外就是熙攘的

街巷，并没有其他的风景。于是京城的私第宴饮只能在有限的园林内部空间举

行，宾主与歌妓皆束缚于此，连视线也无法向外活动。两相结合，使得京城宴

饮歌词愈发单纯地注重豪奢宴饮、美艳妓女、华美器物而不太关注园林风景。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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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与民众一起出现在公共空间以完成与民同乐的任务，这是宣扬太平盛世的

基本手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宋帝王选择将皇家园林在特定时段向民众部

分开放，临时扮演公共空间的角色。其间最重要的公共性皇家园林就是金明

池，其为都城士民游观与君民同乐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也催生了第一批极

具京城特质的游湖词，与贵戚私第宴饮词构成了京城词坛的两大主流。在京城

游湖词中，可以发现贵戚私第宴饮所无的外向风景，展示着词中京城最为雍容

精工的富贵样态：

破阵乐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

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

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

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声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

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沈沈，洞天日晚。[4]

这是一阕典型的通过铺叙金明池游宴来赋颂帝王与太平的慢词。上片从清

晨写起，焦点皆在金明池的景物上，从远处的花树，到湖中的建筑，再至近前

的妓乐，依次写来，由远至近，以动接静，是极富层次感的笔法。过片自然转

入对皇家游池活动的铺陈，不仅点出了金明池的皇家身份，亦用“镐宴”“鱼藻”

等典故称颂着时世的太平[5]，更以典故为媒介，将视线自然地从君王转移到同

游的士民。不过柳永以女性作为游人的代表，既是词为艳科的传统，亦是众多

身份的女性荟萃开封的展现，这也是独属京城的感觉文化认同。在全词的煞尾

处，柳永铺排出黄昏中的沉沉云海，正与开篇的朝阳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从

早到晚的完整时间，再次烘托着京城的雍容。这阕词的铺陈方式与时间结构是

慢词典范，也只有帝王与繁庶二因素交融的京城才能促使柳永创制出如此谨严

密丽的体式。随着南渡之后开封与杭州的空间转换，源于京城的“屯田蹊径”在

西湖之上得以重生，成为南宋大量游湖词的滥觞。

不过京城中只有一位帝王，大部分围绕贵戚展开的京城词作并没有如上词

这般的雍容华贵，竞富斗侈的样态与皇家审美构成了相对的雅俗。实际上雅俗

交杂也是京城词的重要特征之一，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也非简单对立，其实都

是由巨量财富促生，与高昂的地价同一渊源。城市中的财富越多，富人自然越

多，为了满足富人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从乡村流动而来的服务行业

从业者也会大量增长，构成了出入于富人生活但实际经济收入低下的世俗群

体，词中游妓便是其间的重要代表。更何况中国古代城市的繁荣往往与城市财

富的累积关系较小，更多是因为该城市拥有的巨大流通财富数字。美国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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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坚雅即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往往建设在以水路运输为主的交通运输线上，城

市的形制、人口有着长期稳定的特性[6]。形制、人口的长期稳定正说明财富并

未随着时间在城市中累积，那么城市的繁荣就与交通运输线带来的流通贸易密

切相关。南北之人携带财富与商品来到城市，进行交易、消费，然后带着交易

后的商品与财富离去。尽管他们的财富并未留在城市中，但正因为交易行为的

发生，城市经济依然会无比繁荣。可是又因为城市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财富及人

物的积累，于是也就难以沉淀出精英而典雅的文化，风俗也就长时间地徘徊在

尚富竟奢的世俗层面。这一点对于北宋东京来说格外明显，王安石即对东京的

财富与风俗作出类似的解释：

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

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

旦更奇制，夕染诸夏。[7]

开封四方交汇的性质不仅造就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尚奢，也使其成为流行

文化的风向标，政治中心的身份也促使地方民众纷纷效仿京城的喜尚，开封高

度商业化的土地市场也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典型体现。同时为满足四方毕会之人

的生活、娱乐等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再一次大规模扩张，于是出现北里平康妓

女如云的场景。因此恢宏殿宇、相连坊巷、娇艳游女、人物时尚才会成为开封

独享的感觉意象，而冶游豪宴、狎妓赏春也就随之成为感觉中符合开封景观的

生活方式。这种感觉不仅促成着词风的尚艳尚奢，也改变着士大夫的出处空

间，成为京城词作的重要表征：

透碧霄

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稜

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昔观

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傍柳阴、寻花径，空恁亸辔垂鞭。乐游雅戏，平

康艳质，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8]

这也是一阕典型的颂体之词，依次铺叙了帝居的壮丽与京城市民富贵狎邪

的生活，但与上引《破阵乐》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破阵乐》是应帝王之命

撰写的应制词，赋颂的太平之象是自上而下的风化，是帝王视角中的天下太

平。此词则与之相反，过片“观光得意”表明词中人是以普通市民的视角体认京

城，是在冶游平康巷陌中自下而上感受到的太平气象。最为重要的是，煞尾“宦

途踪迹”一韵点出词中人的身份是士大夫，全词铺叙的京城景象是他的回忆，而

词旨则是在宦海浮沉中期望重回京城艳游的岁月。

出处选择是士大夫的重要人生命题，也是常见于诗文的主题。最传统的出



处之别就是在朝为官与归隐江湖，大多数士大夫感到宦途疲惫的时候，总会向

往与城市有别的山林意趣。这阕词中的士大夫虽然也有退出官场的心理，但是

他却选择了传统上与官场密切相关的京城空间，在平康巷陌中的风流宴饮成为

了渔樵耕读之外另一种逃避政治的方式。这是京城感觉文化认知在词中的反

映，有时还会发生与士大夫归隐传统完全悖逆的空间选择：

 安公子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

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

短樯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

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9]

词中描写的景色是羁旅所见，这片蒹葭南浦、鹭飞渔唱的空间是传统士大

夫向往的归隐场所，他们可以在此实现烟波钓徒的愿望。为数甚多的士大夫在

遇到词中之地时，会选择买田置产，以待他年来此隐居。然而此词尽管也呈现

着水村鱼市与京城繁华的对立，但是柳永的词笔却将其描述成一种为官的苦

痛，把京城风亭月榭中的欢娱艳游视作弃官后的快乐。最后出现的杜宇唤归是

弃官归隐的经典典故，柳永也是用其表达从官场抽身而归的愿望，只不过词中

人从江湖回归城市的期待恰与传统从城市回归江湖的方向相反。这种异质情感

并不是科举士大夫的主流生活面貌，因为他们大多不能承担京城高昂的地价，

无力在京城置办退居后的产业。于是此词应该还是一种京城感觉文化的类型化

表达，利用京城繁庶的文化感觉在应歌之曲中歌咏羁旅薄宦的艰辛。 

 

二、两浙诸郡：清丽与闲情

上引柳永《安公子》一词展现的水村渔市风貌，与唐五代以来对于江南地

区的感觉文化认同基本一致，而辖区大致与今日江南范围相同的北宋两浙路也

确实呈现这样的景观，深刻影响到了其地词体文学的风貌。

尽管两浙地区也存在诸如平江、杭州等规模较大的城市，但由于城市经济

主要由运河流动的财富发展，从而与四方财富交汇的开封相比还是差距极大。

这种经济差距在土地利用率上有着明显的体现，苏舜钦《沧浪亭记》即云：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南游，旅于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

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

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

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



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

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焉。[10]

作为东南剧镇的苏州，连郡学附近都出现这么一大块废弃之地，可以想见

城中的闲置土地非常多。这片废地原来是吴越国贵戚的私家园林，与王禹偁所

记的李氏园亭相仿佛，若放在开封，显然很快就会被富室买去开商铺，而李氏

园亭四百万的售价更是沧浪废园价格的一百倍，京城与地方城市的经济差距实

可想见。既然地方城市的地价是科举士大夫可以承受的，于是他们便习惯于在

地方求田问舍，甚至直接扩充官府修建园林。陈尧佐即言其就任潮州后“即辟公

宇之东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独游’。清江照轩，叠巘堆望，几案琴

酒，轩窗图书。是独也，不犹愈于人之嗷嗷者乎？”[11]可见与京城园林展现贵

戚的财富与地位不同，地方园林更多是士大夫风雅趣味的表达，产生于此的歌

词自会深受影响，产生与京城不一致的清疏风貌。

《江帆山市图》

 

而且地方词坛的中心人物就是作为郡守的士大夫，他们不仅时常召集宾客

聚会，同时也要在所辖空间内从事类似帝王在京城所为的与民同乐活动，于是

会产生地方郡守携妓出游的风气，也就会有铺陈郡守游宴的赋颂词章。这些词

章就需要适应士大夫审美趣味与地方城市的文化感觉，从而与京城游宴词就构

成了朝野差异 依然以柳词为例：



成了朝野差异。依然以柳词为例：

笛家弄

花发西园，草薰南陌，韶光明秀。乍晴轻暖清明后。水嬉舟动，褉饮宴开，银

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遣离人，对嘉景，触目伤

怀，尽成感旧。    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

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

恨，望仙乡，一晌消凝，泪沾襟袖。[12]

此词上片铺叙地方游湖场景，主要描绘的是山川风物与游人欢娱，与柳永

《破阵乐》相比，缺少了铺陈雄伟建筑的句子，这正是京城与地方的景观差

异，使得地方游湖词更加注重自然湖山，风格也就清疏许多。而两词之间“游

妓”与“游女”的用词差异说明地方游湖活动中的女性群体主要是官员携带的官妓

或营妓，不存在京城士女云集的场面，奢靡的意味也随之变淡。下片转入对京

城宴饮的追忆，完全不涉及园林的风景，只在意宴饮的奢华与人物的豪纵，已

然呈现了富贵与清赏的朝野之分。欧阳修对这种京城与地方宴饮场合所展现的

不同精神风貌有过明确的解释：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

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

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

其为乐，不得而兼也。[13] 

欧阳修明确提出两种美乐，一是城市的繁华欢娱，一是乡林的山水佳趣，

这正是传统意义上朝野不同的感觉文化认识，前者主要由京城来承担，而与京

城存在较大经济差距的两浙城市往往扮演后者的角色，于是北宋涉及两浙的词

篇依然延续着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人的视线和笔触会更多投向江南山水，建

构出一片水村渔市的空间。同时，江南山水又反过来推动着词体文学向清丽的

方向发展，这是山川风物对人情风俗的巨大影响，宋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如

范仲淹在来到睦州后给就这样告诉晏殊两浙山水对士大夫日常活动与文学趣味

的整体影响：

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谁谓幽遐，满目奇胜。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浊

一清，如济如河，百里而东，遂爲浙江。渔钓相望，凫鹜交下，有严子陵之钓

石，方干之隐茅。又群峰四来，翠盈轩窗，东北曰乌龙，崔嵬如岱，西南曰马

目，秀状如嵩，白云徘徊，终日不去。严泉一支，潺湲斋中。春之昼、秋之

夕，既清且幽，大得隐者之乐。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从事，俱富

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

客 惠然投诗 其为郡之乐 有如此者 [14]



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14]

范仲淹细致描绘了今日浙江富阳、桐庐一带的山水风貌，可见两浙山水在

文人士大夫心中亘古不变的地位。范仲淹进一步表达了在这片风景下首当其冲

会产生隐居的文化情感，这不仅是因为清且幽的山水是理想中的隐居环境，而

且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著名隐士严子陵也为两浙增添了浓重的文化记忆。最后范

仲淹更提到了今日两浙地区存在的两种文化风尚：一是士大夫好文酒诗会，并

在其间助以歌曲之兴，尽管范仲淹提到的是琴曲，但其郑声一词还是透露着长

短句词体的身影。两浙作为南唐、吴越的旧地，自然会保留着歌词的遗习，而

南唐词人近似北宋科举士大夫的身份使得北宋士大夫便于入乡随俗地发为歌

词。另外一种文化风尚就是诗僧群体，江南诗僧会主动与士大夫交往并投赠以

诗，士大夫与其唱和的诗篇自然要尊重方外的习惯，从而僧诗清苦雅淡的特征

也会不自觉地影响士大夫在两浙地区的文学创作。二者便是两浙地区在自然山

水、文学传统之外的另一层影响词风的元素。

 这样一来，两浙诸郡在北宋初年就成为开封之外另一个词体文学创作中

心，呈现着有别于京城豪奢、市井升平的清丽风貌。核心创作群体也有别于京

城贵戚，主要围绕士大夫展开，既是南唐传统的延续，也是北宋地方政治以科

举士大夫为中心所致。因此清丽的词风背后包孕的是士大夫意趣，与错落其间

的士大夫园林交相辉映，而受诗僧影响的清冷风格与林泉主题也融入了写于两

浙的歌词：

常州武进县厅壁，有旧题二曲，未知作者名氏。云：“倦客东归得自由。西风江

上泛扁舟。夜寒霜月素光流。    想得故人千里外，醉唫应上谢家楼。不多天气近中

秋。”“北固江头浪拍空。归帆一夜趁秋风。月明初上荻花丛。    渐入三秋烟景好，

此身将过浙江东。梦魂先在鉴湖中。”[15]

两阕小词清新淡雅，使用两浙地区常见的意象表达着官宦倦意与山林归

趣，《浣溪沙》一调六句七言的体式也允许词人按照近诗的方式填词，延续着

张志和在此地开创的以令曲歌词道渔隐的传统，是为两浙歌词的经典面貌之

一，与诗文同调。而作为词体文学主体的游宴词也主要体现着士大夫的生活意

趣，与上引柳词一样呈现出与京城的不同风貌。只不过对于占籍两浙的词人而

言，他们不会像柳永那样时时挂念京城艳游，而是全身心地享受清美山水中的

游宴渔唱：

虞美人

苕花飞尽汀风定。苕水天摇影。画船罗绮满溪春。一曲石城清响入高云。    壶

觞昔岁同歌舞。今日无欢侣。南园花少故人稀。月照玉楼依旧似当时。[16]



张先这阕词以湖州实际景物苕水苕花起兴，是湖州诗文的常见手段，苏轼

《宿余杭法善寺寺后绿野堂望吴兴诸山怀孙莘老学士》即有句：“北望苕溪转，

遥怜震泽通。”施注引《杭州图经》云：“苕水出天目山，古老相传，夹岸多苕

草，秋风吹花，浮如飞雪，因以名溪。”[17]可见与京城词泛言坊市里巷不同，

地方文学往往会被富有特色的实际风物吸引，呈现强烈的地方色彩，而两浙地

区的芦花、苕草、溪水、太湖更是诗词互通的实际地理意象。下片使用词中常

规的今昔对比章法，抒发物是人非、艳事不再的传统情感。但是词中抒情主体

并不是花间习见的男子作闺音，而是明确的男性口吻，而且思念的故人很可能

并不专指女性，而是文期酒会中的男性友朋，或许这就是范仲淹提到的与下属

诗酒唱和之际发出的郑声吧。可以说，两浙清丽的山水与词学传统不仅允许士

大夫得以从事词体文学的写作，并可以在词中自由地表现自己的生活与意趣，

词体的情事容量随之得到扩容。

 

三、洛阳：游宴与名教

在开封与两浙的朝野离立之间，还有一座扮演中间角色的城市洛阳。作为

五代旧都，洛阳也拥有大量私家园林，艳游风气也很盛行，但其与开封最大的

不同就是活跃其间的人物主要是科举士大夫。很多北宋名臣在致仕之后选择定

居洛阳，过起日日笙歌的富贵悠游。这种行为一方面秉承着洛阳城的汉唐遗

风，另一方面则在承担着通过自我富贵悠游的生活展示太平的致仕官员责任，

于作者身份的角度促成了洛阳文学与京城两浙皆有异同的沟通性面貌。

北宋之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梁、后唐等朝代相继在洛

阳建都，隋唐两代则设为东都，承担向长安转运江南财赋的任务。于是洛阳城

的经济模式与开封有着时代性差异，宋朝之前的都城不仅拥有繁华的经济，还

荟萃了帝国最主要的门阀士大夫群体。门阀不仅拥有雄厚的财力，还具备雍容

的涵养与渊博的学识，从而洛阳城一方面有着富贵豪侈的生活，一方面还有浓

郁的文教之风，这是后周一朝才成为都城的开封无法比拟的。受此影响，洛阳

的富贵艳游风气也并非像开封那样是士庶走集、军功贵戚展示富贵身份的结

果，更主要是缘于士大夫文化的传承。周师厚明确指出：“天下之人徒知洛土之

宜花，而未知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栉比。其宦于四方者，舟

运车辇，取之于穷山远辙，而又得沃美之土，与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

天下莫能拟其美且盛也。”[18]可以推见洛阳的财富、园林与牡丹花一样，是来



此定居或致仕的士大夫将四方之所得汇聚于此，建构出可供他们传承贵族时代

衣冠风流的空间。这种经济模式使洛阳的土地不会像开封那样高度商业化，加

之前朝故都的格局为洛阳带来的比开封还要大的城市面积[19]，因此洛阳的地

价完全在科举士大夫的承受范围内，可供他们自由买地以建造园林。



徐熙《玉堂富贵图》 

 

王水照先生曾指出：“洛阳园林的营建是 种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活动



王水照先生曾指出： 洛阳园林的营建是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文化活动，

并常成为历代文士集团活动的场所。”[20]北宋科举士大夫在洛阳的园林建造与

相关活动便是属于宋人的承继。宋初李昉就已欲效法白居易，在洛阳重办“九老

会”，尽管最后因四川兵兴而作罢，但其梦想却被宋人在洛阳多次实现。参与宋

代“耆旧会”的人士往往是一代重臣，科举士大夫的楷模，于是这类私第园林聚

会当然承载着科举士大夫的意趣与价值观，洛阳城公私游赏的风气也就不能不

受其影响。邵伯温就这样记载到：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

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

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

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

夜卖花。”[21]

醉赏洛阳花是洛阳最负盛名的艳游活动，但是邵伯温却把其视作士大夫与

庶民共乐的风流雅事。尽管邵伯温对于看花场景的描写与开封金明池游观并没

有什么不同，但是“于货利不急也”则点出了洛阳与开封最重要的区别，即崇儒

与重商之异，从而文艺风尚自然也就产生名教与徒奢之别。在这种情况下，北

宋军功贵戚与宗室贵戚群体也无法在洛阳一昧炫富，还是要与科举士大夫作一

定程度的妥协，苏辙《洛阳李氏园池诗记》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兹节录

于下：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

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髙少

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迆，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

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

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园，洛阳之所以一

二数者也。 

李氏家世名将，大父济州，于太祖皇帝为布衣之旧，方用兵河东，百战百胜。

烈考宁州，事章圣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缮守备，抚士卒，精于用间，其功烈尤

奇。李侯以将家子结发从仕，历践父祖旧职，勤劳慎密，老而不懈，实能世其家。

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谷之乐。士大夫之在洛阳者，皆喜从之游，盖非独

为其园也。凡将以讲闻济宁之余烈，而究观祖宗用兵任将之遗意，其方略远矣。故

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园而赠之以诗，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孙，

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囿相高也。[22]

苏辙在开篇也是将洛阳的园林游宴之风认作是汉唐衣冠遗俗，一上来就表

明士大夫在洛阳园林游宴是有传统的，是可以被允许的。其后苏辙列叙了洛阳



的山川，这是位处四战平原的开封没有的江山之助，以此论证洛阳的风气是清

明盛丽，俨然与两浙山水的清洁秀丽接近，这些都符合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尽

管苏辙不得不承认洛阳城最壮丽的园林还是军功贵戚所有，但其在羡慕园囿壮

丽之余，仍然不忘发出群体价值之声，指出士大夫与军功贵戚的诗酒交往并非

贪慕富贵，而是希望从世家门第中知晓祖宗之法，更好地为自我政治生涯服

务。于是也就顺畅地接到了文章的结论——洛阳宴饮艳游风气有着不单以园林

豪奢为最高追求的特征，这当然是科举士大夫对于洛阳游宴旨趣的要求。 

不过苏辙这篇序文写于神宗熙宁七年，正是北宋科举士大夫精神最昂扬的

时期，但这种精神实际上只有极其自律的少数精英才能坚守，特别是在北宋中

前期，大多数在洛阳的士大夫尽管承认富贵之外有政治、道德、文学等更高追

求是最理想的状态，但他们还是会迷恋于洛阳园林的富贵太平，毕竟这是允许

他们恣意风流的空间。于是，洛阳宴饮尽管承载着科举士大夫的价值观，但洛

阳文学的意义更多是在呈现士大夫特有的富贵表达上，还由此促成一批重要的

年轻士大夫参与写作，他们日后将成为词体文学的重要作家，朝野双方皆甚为

遵奉。这些年轻官员不仅在士大夫园林中依照令曲传统即席应酬，也在与之数

量相当的贵戚、寺庙园林中纵饮观花、艳游恣狂，似乎完全没有响应苏辙号召

的政治追求。这其实是青年人的常态，是开封新进士出入南北二巷在洛阳的迁

移，只不过在洛阳强大的士大夫传统中，这些举止有着较为风雅而不世俗的方

式。在这些青年官员中，最杰出的那一位当属欧阳修。

欧阳修与洛阳的相逢正是缘于其中举后的第一任差遣西京留守推官，王水

照先生早已揭示，在欧阳修这三年的任期中，洛阳形成了以钱惟演为核心、谢

绛为实际盟主的洛阳文人集团，其成员包括了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富弼、

张先等中青年文士。这一文人集团不仅对欧阳修的政治、文学生命有着一锤定

音式的作用，也对宋代文学在诗词文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3]王先

生重点论述了该文人集团的诗体写作，而词体文学也同样深受触动，比如欧阳

修就留下了这么一阕洛阳词篇：

玉楼春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    杏

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24]

这是一阕游春词，但没有京城游览词中常见的如云游女，也不见两浙游春

词中的太守，而充满着洛阳的代表元素洛城花。这场寻春之游应该是充满富艳

的，但欧阳修并没有露骨地展示艳情或豪奢，只是从侧面烘托出洛城春的恣

意 而且他也并没有沉溺于富贵艳游的快乐 反倒在煞尾处翻出笙歌散去后的



意，而且他也并没有沉溺于富贵艳游的快乐，反倒在煞尾处翻出笙歌散去后的

悲凉之意。这便是士大夫钟情的富贵表达，既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风范，也

有在富贵状态下不忘反省自我生命的宇宙意识。这与晏殊赞赏白居易“笙歌归院

落，灯火下楼台”一句最善言说富贵风神一致，是士大夫在享受花前月下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惊觉。欧阳修这阕洛阳词不仅实践着士大夫的富贵艳情表达，而且

还透露着对于洛阳文人集团中的青年才俊来说，近诗之令曲依然是创作主流，

相关歌词创作与诗文一样，深受集团核心钱惟演的影响，欧阳修本人正是在洛

阳风气与钱惟演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从事词体文学的写作。

钱惟演是吴越王之后，不仅行为举止有着贵族遗风，文学风格也同样秉承

着贵族传统。如吴曾《能改斋漫录》“钱文僖赋竹诗唱踏莎行”条所云：

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李和文公》诗云：“瘦五萧萧伊水头，风

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傍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致如此。淮宁府城上莎，

犹是公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厅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

时胜事，至今称之。[25]

钱惟演的洛阳诗篇完全符合士大夫的高致，尽管《踏莎行》一阕并非作于

洛阳，但也可以因之想见洛阳词篇也是传统的令曲，内容也是与诗类似的士大

夫关于艳情的趣味。欧阳修诸人往往在钱惟演的洛阳宴饮上撰写歌词，也就需

要如上引《玉楼春》一词那样，展现士大夫对于艳情艳事的捷才与风趣，成为

他们日后宝贵的文学财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欧阳修词在离开洛阳之后发生的重要变化，正是朝野

写作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正相关反映。作为日后科举士大夫的领袖，年轻的

欧阳修清楚地知道只有洛阳城才能为他提供轻狂艳游的空间，离开了这里，生

活与文学就需要换一副面孔。钱惟演在宴会上劝诫欧阳修不要太过清狂恣游的

故事屡见于宋人笔记，这提示着洛阳城实际上只允许致仕士大夫纵情游宴。年

过七十的钱惟演当然可以悠游宴乐，然而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士大夫欧阳修却

并不太适合过分放纵。钱惟演用寇准因过度享乐而至晚节不保的事例敲打欧阳

修，但欧阳修却敏锐地指出寇准晚年之祸并非由宴饮引起，而是在年纪已老之

时还不停止对于权力的欲望。这不啻可以视作欧阳修对宴饮与政治地位的态

度，二者是在不同时空做的事情，也是不能同时进行的。如果在京为官又年富

力强，那就应该勤恳为政，时刻不忘道德的砥砺；如若已届致仕，那就应该急

流勇退，去承担安逸宴乐以示太平的责任，这样年轻的时候在洛阳城诗酒风流

也就不见得是太大的过错。可以看到，离开洛阳之后的欧阳修展现出不一样的

人格面貌，他时刻不忘科举士大夫群体的家国责任、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甚



至在晏殊的家宴上写下不合时宜的讽劝之诗。这其实也从另一方面再次说明，

不同的城市空间有着不同的词体写作中心群体，也就具备不同的词体文学写作

传统，京城属于帝王与贵戚而地方属于科举士大夫的朝野离立状态在北宋时代

即已界限分明，词情词风也已经产生了京城与两浙的大致轮廓。好在此时还有

扮演中间角色的洛阳城，能满足科举士大夫对于富贵游宴的需求。到了徽宗

朝，党籍士大夫连洛阳也不能居住，朝野之间也就产生极强的撕裂感。不过朱

敦儒、陈与义等词人又以富贵的山林野老身份，塑造起新时代下的中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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